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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視域下民間信仰的定位與

功用研究

粟 霞 1

摘  要：黨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並從總目標、總方针、總要求及制度保障四

個方面進行了概述。我國“三農”的發展現状，決定了民間信仰在鄉村的存在及影響在短

期内依舊難以避免。如何對民間信仰予以有效的引導和改造，使之在基層黨組織的管理下，

在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最大程度發揮出積聚社會資源、規範基層倫理、塑

造個體德性、組織鄉村秩序等積極功用，需要而且應該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議題。

關鍵詞：鄉村振興；民間信仰；功用；佛山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其總目標是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總要求則包括產業

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實現這些要求和目標，無不需要以尊重 

“三農”的傳統與現狀為基礎，進而尋求適應發展階段的推進辦法。

民間信仰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乃至整個國家治理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現階段農

村農民中依舊存在並發揮一定的作用。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内含的唯物

史觀和共產主義信仰，又使得民間信仰自新中國以降主要作為被管控乃至被消解的對象。

如此一來，如何在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對民間信仰予以定位，以及是否可以對民間信仰功

用進行針對性的引導與改造，以使其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助力而非阻礙，無疑是值得

思索並解答的議題。

1 作者信息：粟霞、四川達州人、中共佛山市委黨校、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與中國農村問題。

 通訊地址：佛山市順德區大良街道銀峰路 2 號佛山市委黨校，13928268557，sue.31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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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振興視域下民間信仰的定位

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否需要關注並借用民間信仰而言，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民間信

仰在當下農村農民中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它在既有鄉村文化及民眾心中依舊占據一定的地

位。當然，這並不是說“存在即合理”，更不是要為民間信仰“正名”，而是說應該透過民

間信仰的存在乃至復蘇 2，看到農村農民發展的現狀，進而找到適應現階段“三農”發展的

解決辦法。

馬克思在《<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 導言》中說，“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

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

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3。也就是說，宗教的存在讓苦難的現實

世界有了慰藉。人們對宗教的信仰，使之能夠躲入其中找到虛假的安寧，以致遺忘或者放

棄對現實苦難的反抗。有鑒於此，馬克思主張要“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要

求人民的現實幸福”。4

將馬克思上述宗教論述加以剖析，其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從正面來看，宗教作為意識

形態統治手段之一，為現實的苦難提供了避難所，讓不合理的現實獲得了合理性，因此要

刺穿作為幻境的宗教，直抵苦難塵世的革命；二是從反面來看，宗教世界所刻畫的苦難與

幸福，又是現實世界的寫照，正因現實不完滿，才會有宗教勸人忍耐、求得解脱等思想，

因此要撕碎和廢除宗教，歸根結底又在於推動現實世界的完善。與之相應，民間信仰作為

宗教的一種，也應作如下兩點來看待：從本質上看，它不過是現實的顛倒，只能给人提供

虛假安慰，終將隨現實政治和社會的不斷進化而趨於消解；從現象上看，它又是現實不完

滿的表徵，正因現實生活不如意，才會有宗教的發生與發展，也才有信奉者去宗教世界尋

求安頓。

將上述理論與分析投射到當代中國的民間信仰現象上來講，則可以進一步得出如下結

論。一方面，中國早已實現了現實世界的政治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這意味着，馬

克思所述以反宗教作為反對現實世界的斗爭的胚胎，已然不再適合中國的國情與社情。另

一方面，中國社會主義依舊處於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是宗教在我國依舊存在的重要原

2 吳重慶 . 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J]. 讀書 ,2011(01):25.
3 卡爾 • 馬克思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A]//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

譯局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1:4.
4 卡爾 • 馬克思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A]//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

譯局 .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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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换句話說，消除宗教並不適應國家和社會的現有發展程度，唯有學會與之共處、對之

進行有效引導才是正解。再一方面，民間信仰在當代中國農村地區和農民群體中的存在乃

至復蘇，是城鄉及工農發展不平衡，“三農”發展不充分的必然結果。這意味着，在對民

間信仰現象予以警戒和規範的同時，更需要反思和改進“三農”的現狀，以從根本上和現

實上解決“三農”問題。最後一方面，如果承認民間信仰是與“三農”既有發展階段相適

應的存在者，那麼既往民間信仰的管制政策無疑存在一定的失當。這種失當表現包括：對

民間信仰的管理，往往以壓制为主而缺乏有效的引導，以致引發信仰者與管理者之間不必

要的衝突，甚至使民間信仰轉入地下，反倒被不法之徒利用來傳播迷信、反社會等危险思

想；對民間信仰的功用開發，缺乏深度立體的佈局，即主要將民間信仰作為文旅產品來塑造，

疏忽它在聯接鄉鄰、勸善規過、移風易俗等領域的積極效能；對民間信仰不同内容及不同

信奉者缺乏精准區分，即以一刀切的態度來審視一切民間信仰主體和行為，不能在黨員和

非黨員、干部和群眾，以及迷信行為與不違背基本科學原則下的身心慰藉行為、依循法律

和道德框架進行的信仰活動與威胁社會有效秩序的信仰活動之間劃清界線，並制定差異化

的對待辦法。

在承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可以而且需要借用民間信仰，以及既有管制政策存在一定

失當的前提下，如何有效規範並充分利用民間信仰，便成為必須解答的問題。對此，筆者

認為可以分以下三点來把握。第一，依據地方上民間信仰的復蘇程度來決定基本的管理方

式：在流行程度低的鄉村，應該通過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义核心價值觀、落實創新理論

基層宣講、强化基層黨組織建設、大力改進“三農”發展條件和水平等，讓主流意識形態

宣傳及基層黨組織直接占據搶占制高點，讓“三農”問題在現實層面得到有效安頓，並以

此為基礎逐步瓦解民間信仰的生長基礎；在民間信仰流行程度較高的地區，則應當在堅持

以上述建設思路為主導的同時，積極發揮民間信仰在組織農村力量、引進社會資源、挺立

農民德性等維度的功用，通過二者合力來共同推進“三農”的全面現代化。

第二，針對民間信仰不同的内容及信奉主體，採取差異化的對待辦法：對助長迷信、

粗俗風氣以及滋生個人崇拜的内容和組織，要予以堅決取締，對不違背基本的科學原則而

又能夠慰藉身心的信仰行為，則予以整合引導；對依照相關法規舉行的民間信仰活動，要

注重秩序和安全的維護，對内容合理但組織方式不當的信仰活動，則應加强對參與者尤其

是組織者的法治及行政規範教育；黨員干部必須站定唯物史觀和堅持社會主義信仰立场不

動摇，否則便堅決予以懲處，對普羅大眾則應當在尊重其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同時，以法

治及公序良俗為標准來善加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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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當代民間信仰功用的發揮和規範，應當參照鄉村振興“五位一體”的總要求來

展開：充分挖掘和調動民間信仰在重整鄉村關係網絡、凝聚鄉村發展資源、推動鄉村自治

和德治、挺立農民敬畏自然與孝老愛親德性的可能性。

二、發揮民間信仰的聯接功用以助推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

誠如上文所言，規範並借用民間信仰功用的重要前提之一，在於地方上民間信仰的復

蘇達到了一定程度。有鑒於此，下文所詮釋的民間信仰功用與鄉村振興對接，將以佛山為

具體例證來展開。“越人尚鬼，而佛山為甚”，佛山民間信仰歷史悠久、體系龐雜，在改革

開放後又出現明顯的復蘇跡象，在此過程中還表現出與商品經濟發展、社會關係整合等現

代需要相融合的特質。凡此種種，使得佛山可作為當代民間信仰功用發揮和規範的典型區

域來進行剖析。

民間信仰濃厚的地緣、血緣特性，使它能夠作為聯接民間力量、凝聚民間資源，推動

落實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的有效載體。在傳統中國，行政命令及農耕生產對人口流動的限制，

讓民間信仰也表現出明顯的地方色彩。這不僅表現為有守護一村一族的土地公、一城一池

的城隍，而且體現在對媽祖、北帝、觀音等跨地域信仰對象的祭祀，基本也是以地方為單

位來獨立展開的，以致祭祀時間和儀式都可能有所不同。與之相對，當代民間信仰活動則

表現出明顯的超越地域限制的特點，即信奉同一對象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信奉者往往會匯

聚一堂來共同慶賀。如南海大瀝鎮江心村在每年農曆二月初二舉行的土地誕，參與人員便

包括本村村民，村民邀請的姻親、朋友和同事，在本村開店或務工的外來人員，以及同拜

一個“太公”的“兄弟村”（江心村是以黎為主姓的自然村，與之同拜一個“太公”的黎

姓村落分佈在廣州白雲區、順德杏壇鎮及南海大瀝鎮等多個地域）村民。大瀝鎮官田村在

農曆三月初三舉辦北帝誕時，參與者除了在本村生活和工作的人外，還有不少是來自廣州

芳村甚至香港等地，他們或者是由本村親朋介紹而來，或是早已移居在外的本村人。除了

各種神誕時會發生人員的大規模集聚外，佛山地區對清明、冬至等傳統祭拜節日以及中秋

團圓節日的高度重視，則讓在外務工的年輕人也有參與家庭和村落集體活動的必要，這無

疑又預示着祖宗血緣在聯結村民關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以上種種活動，不論是借由家庭和宗族力量而發生，還是通過行政力量來主導，無疑

都極大的維護甚至是擴大了鄉村的人際網絡。民間信仰活動參與人數的眾多以及參與者來

源的多元，不僅預示着該區域充分的人口流動與高度的市場傾向，而且也為資源的回流與

反哺提供了可能。一來，本村村民通過祭祖或神誕而出現的定時聚集，强化了個體與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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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村落的情感聯接和認同意識，這雖然不能全然抵消當前農村“空心化”所造成的人員和

資源的外流趨向，但至少為他們支持村落建設乃至日後的回歸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些

不僅自己參加而且願意邀請親友一起的村民，無疑更是認同自己所敬奉諸神、所處集體的

典型代表。村民一旦樹立起這樣的社區共同體意識，自然容易對村落公共事務富有更大的

責任感，願意為其更好的發展提供支持。這種責任和支持反映到農村社區生活中則可能表

現為，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周圍居民互幫互助、積極參與社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保

護社區共同文化與環境等 5。二來，本村人以民間信仰為橋樑與外來民眾進行的聯絡與溝通，

不僅有利於在無形中增進村落的影響力，而且為引入社會資源、促成互助共赢局面提供了

機會。三來，對參與到民間信仰中的外來務工人員，尤其是那些在當地開工廠、店鋪的老

板而言，通過為神明賀誕捐款、“投紅”活動（即競拍吉祥物，取好意頭和做善事），則有

機會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進而為其工作或生意的開展提供方便。這種方便，最終又將反

向作用在村民就業或者村落產業發展等維度。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然需要各種人才和物質的支持，這些資源既離不開政府的直接

輸出，也少不了農村農民的自我培育。而且，“三農”事業想要實現長久健康的發展，内

生動力的培育才是更根本的。因此，在一定階段内，發揮並規範民間信仰在聯接和維繫村

民情感、匯聚並擴大村落資源等層面的功用，無疑是可能且必要的。

三、整頓民間信仰的價值體系以促成生態宜居和鄉風文明

民間信仰内含的諸多價值信念及倫理規範，使得它有機會成為塑造個體道德和優良鄉

約民規，進而落實生態宜居、鄉風文明要求的重要路徑。若依照信仰對象的來源或歸屬進

行分類，龐雜的民間信仰對象主要可分為自然型、神話或神仙型、以及聖賢或英雄人物型、

祖宗型四種。在佛山，自然型民間信仰的典型有“三界”“天公”“地母”等，神話或神仙

型信仰的典型有“北帝”“觀音”“五顯華光”等，聖賢或者英雄人物型的代表則是“天后”“關

帝”“車公”“主帥（康公）”等，祖宗型則表現為宗祠祭祖。一般來講，信仰對象的類型不同，

意味着功用指向及背後價值體系的差異。但在民間信仰體系中，無論是神明之間的關係還

是神明的功用，往往都表現出混雜不清的特點：多數廟宇在主祭神之外，還會有各種附屬

神祗；民眾會對不同神祗祈求相同的福祉；民眾對某一神祗的祈福内容，可以是多樣而非

單一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傳統民間信仰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即地域不同所崇拜

5 張燕媛 , 朱婷婷 , 譚濤 . 宗教信仰行為對農村社區發展的影響研究——基於江蘇省 D 市的實
證分析 [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5,15(06):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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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明便不同，但生活境遇的相似又導致信奉者祈求内容大致相當；另一方面則與信奉者

强烈的功利性需求緊密相關，即某個神明開始只對某類特定祈求能夠靈驗，但在信奉者的

心裡，靈驗的神明應該是無所不能的；再一方面還與信仰对象的故事在傳播過程中的模糊

甚至遺失有極大關係，即多數祭祀者其實並不清楚神明的由來與功用，只是盲目的見神就

拜、遇事便求。

傳統民間信仰體系的龐雜和無序，尤其是見神就拜、遇事便求的情形，主要是由於信

奉者的無知和恐懼，以及以“有用”為祭拜標准，這不論是对民間信仰本身還是對信奉者

價值體系的塑造都極為不利。正因如此，皇權時代會將未經官方認證的民間祭祀歸為“淫

祀”，並努力對之予以禁絕，其中難以禁絕者，則設法對之進行改造和升格，以使之在符

合官方意識形態的前提下進行流傳。時至今日，這一經驗依舊是值得被借鑒的：在民間信

仰的存在及傳播暫時無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下，剩下的主要工作便應是考慮如何塑造和規範

其價值體系，以盡可能祛除迷信色彩，實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匹配。

具體對應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來講，既有民間信仰價值體系的改造與整合，大致可

以從以下四個維度着手。一、通過對自然型或者與之具有相近功能的神祗的價值整合，重

塑人們對天地法則、自然萬物的敬畏，學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習近平總書記將生態文明作

為“五位一體”總佈局之一，在不同場合重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要建設的

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等主張，以及將“生態宜居”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總

要求之一，無一不是敦促我們要在生產及生活過程中樹立對自然的敬畏和保護意識。既有

民間信仰對各種自然型神明的崇拜與祭祀，雖然最初主要是出於無知和無能，但背後指向

的敬畏自然的態度卻是值得肯定的。在鄉村振興戰略視域下對此類民間信仰進行價值整合，

就是要在對農民進行更廣和更深程度的科普，使之能夠更科學、客觀認知自然存在物的同

時，保留對天地萬物的敬畏與順應之心，逐漸學會與自然和諧共生。

二、通過對聖賢或歷史英雄型神祗的價值整合，傳承忠、孝、仁、義、愛、信等優秀

傳統文化基因，傳播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相契合的價值信念。既有民間信仰中的聖賢和英雄

型神祗，之所以會在死後獲得從人到神的升格，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生前的品性與功業，

即如天后、龍母、華佗等的愛人和救人情懷，關公、車公、康公等的忠誠、仁義及保家衛

國的精神，包公公正廉明品質。换句話說，這類神明在生前要麼是正史中標榜的人格典範，

要麼就是在被渲染之後成為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這些人格和價值追求，不僅是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的構成要素，也是可以與公平、正義、愛國、敬業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

對接。因此，若是能一定程度消解這類信仰對象的“神格”，而重點詮釋和宣揚他們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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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們不再只是被動的去拜神求神，而是主動的以他們為榜樣來做人做事，無疑有助於推

進農村的移風易俗、提升農民的道德品質。

三、通過對祖宗型民間信仰的價值整合，培育優良醇厚的家風、家教和鄉風。極速市

場化帶來的人員流動與價值觀遷移，導致鄉村的鄰里和家庭關係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這

尤其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空間距離的拉大，以及原本親密關係的疏遠，以致鄰里之間和家庭

内部的倫理秩序遭受嚴峻的考驗。也正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强調家風、家教的重要性，

並指出“很多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等具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至今仍然發揮着重要

作用”6。若是能將民間信仰當中的祖宗崇拜予以適當改造，無疑有助於重構遭到破壞的村

落和家庭倫理。為此，一方面，要讓民眾養成關於“慎終追遠”“養生送死”的正確態度，

培育其感恩與孝親之心；另一方面，可以積極將祖宗崇拜與村落及家庭發展史結合起來，

讓後來者不僅可以感受並學習先輩的奮鬥經驗，而且能夠體會並感恩更大範圍内的民族和

國家的復興歷程，在無形中提升自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四、可以將民間信仰中普遍存在的演戲酬神環節與創新理論宣講結合起來，使之發展

成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有力載體。傳統的演戲酬神主要是為了回報神明的感應，但它在現

代則逐漸演變成了人神共娛的重要場域。據筆者觀察，佛山酬神戲曲的表演者主要是外請

的一般性曲劇團隊，表演曲目也没有專門的設定，基本是民眾喜聞樂見的粤劇，以及一些

諧趣小品。也就是說，佛山當代民間信仰中的酬神戲曲，無論是從表演者還是從表演内容

來看，都不再是專門為了侍奉神明，而更多是為了娛樂到場的信奉者。既然如此，如果能

在此一環節編排和表演一些既能讓農民欣喜接納，又能對之起到正面教育效果的内容，無

疑是可能且可行的。当代基層理論宣講強調要根據宣講對象設置合宜内容，同时借由戲曲、

影視、山歌等宣講形式的革新，以便讓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無疑正可以作為改造民

間信仰演戲酬神環節的重要參照。

四、借助民間信仰組織主體的力量以推進治理有效

民間信仰在當代中國的復蘇，往往伴隨着新型組織者的參與和作用，如果能將他們有

效納入基層治理體系，無疑有助於推動落實鄉村振興之治理有效的要求。受國土廣袤、交

通通訊落後及皇權政體等影響，傳統中國的中央政權無法直接有效的統治廣大鄉村地區。

正因如此，傳統鄉土社會表現出明顯的自治特點，鄉土長老、宗族族長及致仕鄉紳成為鄉

6 習近平 .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 第三卷 )[M].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202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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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實際主導者，並代表鄉土與政府權力進行對接和博弈。這些勢力既維繫了傳統鄉土社

會的經濟生產和倫理秩序，也成為寄生在農民身上的特權階層。正是基於後一方面的考量，

毛澤東將地主政權、族權等視作壓迫農民的主要枷鎖，並力主通過農民運動將之打碎。新

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斷成功，徹底推翻了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族長、

鄉紳等傳統鄉土社會的特權階層也隨之成為歷史。此外，隨着人口流動的加劇、家庭生活

的變遷，尤其是基層政權的不斷完善，宗族本身及其對鄉村的統治也幾近宣告解體。

改革開放以來，宗族與民間信仰出現了一定的復蘇跡象，這在東南沿海諸省市表現的

尤為突出。這一方面是因為宗族的延續與祭祀，本身就是民間信仰的重要構成部分；另一

方面是因為經濟生產從傳統向現代極速過渡的同時，農民群體卻無法充分理解和適應市場

經濟運作法則，依舊沿用地緣、人情、親情等傳統思維和行為習慣來處理一應事務。宗族

與民間信仰之間的天然親密性，使之常在當代民間信仰活動扮演重要角色。值得說明的是，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皇權時代的宗法制度就被消解了，當前存留或復蘇的宗族只是作為

聯繫村民、處理村落部分公共事務的一般性民間組織。與之相應，宗族與村落經濟建設及

公共事務之間的緊密關係，則造成當代鄉村發展過程中的另一現象，即“新鄉賢”的出現

與培育。所謂“新鄉賢”，指的是不僅資源和能力較為突出，德性、品質令人信服，而且

樂於為鄉村發展出資、出力的人。他們既可以是在村的能人，也可以是外出淘金卻致力回

饋農村的城市人。這一群體在宗族和民間信仰活動中，往往都擁有較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無論是宗族還是“新鄉賢”，作為當代鄉村建設中重要的民間力量，若是能被善加引

導和借用，其作用都可以不只限於組織民間信仰活動，而是進一步發展成為建設鄉村經濟、

處理村民糾紛、凝聚村落民心、塑造鄉村道德的重要資源。尤其是在農村黨組織建設尚不

完全、基層法治理念尚不完善的區域，這些民間力量的作用更是顯著。當然，這絕不是說，

可以放松基層黨組織的建設步伐，更不是要以自治、德治來取代法治，而是要在堅持以基

層黨組織為核心、貫徹全面依法治村的基礎上，積極借用民間和社會的各種組織資源來發

展鄉村，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民間自覺等多個層面的協作與並進，借由法治、德治、

自治等多种路徑的合力，更好更快地推動“三農”的全面現代化。

五、結語

我國“三農”不充分、不完全的發展現狀，是民間信仰在當代基層出現復蘇跡象的根

由所在，而且決定了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内依舊會擁有生存空間。有鑒於此，一方面，

需要積極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盡力造就“三農”的全面現代化，以從根源上消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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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共產主義信仰的思想和言行；另一方面，應該在“三農”問題尚

未得到全面解決之前，不僅學會與民間信仰的和平共處，而且努力對之予以引導和改造，

以使之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助力。就此來看，鄉村振興戰略與民間信仰之間其實

存在某種微妙的辯證關係：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必須充分借助各種資源和力量，民

間信仰無疑正是其中之一；鄉村振興戰略的最終落實，必然指向“三農”的全面現代化，

這一結果最終又必將瓦解民間信仰的存在根基。


